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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决策的微观
分析模式及其应用

张清敏

　　【内容提要 】　影响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只有经过实际的外交决策过

程 ,才能产生最终的外交政策结果。对外交决策过程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微观模式 :对决策者

认知和个性研究的模式、小集团思维模式、组织过程模式和官僚政治模式等。但是 ,这些模式存

在信息的不充分性、应用的普遍性以及解释力的不完备性等不足。针对这些问题 ,对外交决策过

程的研究需要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选择不同的外交决策模式 ,如基于外交决策所涉及问题的性

质的分析思路、基于最高决策者的分析思路和基于决策单位的分析思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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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研究外交政策时 ,主流的现实主义理论强调国

际体系中力量对比变化等因素对国家外交政策结果的

影响。对决策的研究是以理性行为观念为基础的 ,即

决策者被假设为理性的人 ,他们在决策过程中会争取

预期效用的最大化。随着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之间联

系的加强 ,国内的政治和社会因素对国家外交政策的

影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① 但是 ,无论是国际的

体系因素还是国内的社会政治因素 ,都不可能对一个

国家的外交政策结果产生直接的影响 ,而往往需要经

过代表国家采取行动的领导人的认知、分析、选择等过

程才能影响国家的外交政策。如果说冷战期间以理性

选择为代表的决策研究模式是宏观分析模式 ,那么通

过研究外交决策的机制与过程 ,回答国家对外行为的

“为什么 ”的方法则属于对决策的微观分析。只有通

过对微观过程的分析 ,才能看清在外交决策过程中哪

些因素产生了影响以及如何产生影响等。本文拟对外

交决策研究的几种微观分析模式进行分析和评介 ,并

对决策模式的选择和应用提出一些思路。

一　外交决策研究的对象
及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地位

　　从微观外交决策分析的基本出发点来看 ,国家是

由集体的人组成的 ,国家行为实际上是一种人的集体

行为 ,而不是单一的理性行为体的行为 ,因此要理解和

把握现代国际关系和现实世界 ,就必须研究组成国家

的人类的集体行为。② 施奈德 (R ichard Snyder)等在提

出将决策作为研究国际关系的方法时指出 ,外交决策

就是“从多种受社会限定的不确定选项中 ,由决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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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选其中一种他认为能够实现所构想的特定状况的过

程 ”。① 决策的结果可能是采取行动 ,也可能是不采取

行动 ;这种决定可能是单一的决策行为 ,也可能是针对

一个特殊环境而采取的一系列决策行为的集合 ;可能

是可以立即看到的 ,也可能是由于国家安全等方面的

原因在几十年内都是保密的。外交决策的研究对象就

是根据掌握的材料 ,在有限和可能的范围内对决策过

程和结果的研究 ,既可能是对当前外交决策结果的时

事性分析 ,也可能是对历史上重大外交决策的历史研

究 ;既可能是对当前外交决策结果的时事性分析 ,也可

能是对历史上重大外交决策的历史研究。

在强调对外交决策的研究时 ,施奈德等提出 ,“如

果想探究国家行为的条件和国家间相互关系规律的

‘为什么 ’,对决策的分析显然是必要的 ”,“如果不分

析外交决策 ,就不能回答‘为什么 ’的问题 ”。② 影响一

个国家外交决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正如一位从事外

交决策分析的学者所说 ,“尽管政治学的任何分支都

不是完全独立的 ,但外交政策分析的特殊性在于它既

研究国内也研究国际 ,对从个人到国家 ,再到体系层次

都进行分析 ,并努力将所有这些方面都结合起来 ”以

研究外交政策的制定。③ 对外交决策的研究 ,“可以提

供一个将到目前为止仅仅用于解释国际政治不同方面

而不是用于整体的理论联系起来的基础 ”,“提供了将

代表政治社会采取行动的官员周围的决定因素组织起

来的方法 ,决策者被认为是处在一个双重环境下 ,没有

明显联系的国际和国内因素在决策者的决策行为中被

联系起来 ”。④ 冷战结束以后一些学者更是强调 ,如果

国际关系理论不把人的因素考虑在内 ,那么它所描述

的世界可能就是一个没有变化、没有生机、没有交流和

互动的世界 ,外交决策研究应该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

础和“试金石 ”。⑤

二　外交决策研究的发展

　　对外交决策研究的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

段。第一代 (20世纪 50～70年代 )被称为比较外交政

策研究。这一代学者致力于罗森诺 ( J. Rosenau)提出

的建立一种简单的、可以检验的、普遍适用的解释国家

外交政策的理论研究。⑥

第二代 (兴起于 20世纪 70年代 )主要重视对决

策机制和决策者的研究 ,在微观外交决策研究方面取

得了显著成绩。一个是对外交决策机制和决策过程的

研究。其中艾里森 ( G. A llison)对古巴导弹危机期间

美国政府决策的研究 ,除了从理性行为者的视角作为

切入点外 ,还提出从组织过程 ( organizational p rocess)

和官僚政治 ( bureaucratic politics)两个视角分析肯尼

迪政府的外交政策决策过程 ,使这两种决策模式引起

学界的关注。此外 ,简尼斯 ( I. Janis)对外交政策决策

过程中小集团动力 ( small group dynam ics)的研究揭示

了外交决策的另一种模式 ———“小集团思维 ( group thi2
nk) ”综合症对外交政策决策结果所造成的不良影

响。⑦ 另一个取得巨大进展的领域是对决策者和决策

环境的研究 ,在冷战结束以后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成果

尤为显著。

第三代 (冷战结束特别是从 1993年以来 )对外交

决策的研究取得了新的发展。冷战结束后 ,人们认识

到在一个不断变化和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时代 ,对理性

行为主义的研究越来越缺乏实证基础了 ,不可能仅仅

根据体系层次的变量解释或预测体系的变化。戈尔巴

乔夫、哈维尔和瓦文萨等个人的作用 ,一些国家内部不

同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 ,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等因素

对一个国家外交决策和对外行为的影响越来越明确。

在对具体决策的研究过程中 ,对外交决策的研究更加

重视国家层次以下的具体情况和信息在分析国家外交

决策过程中的作用 ,试图回答的问题也更加具体。如

在研究决策者的性格对决策的影响方面 ,提出如何把

研究领导人的个性、信仰、认知等方面的不同方法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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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 ,试图比较不同的政治心理学方法在研究外交政

策决策时功效的优劣 ;通过研究领导人选择顾问、对问

题的兴趣程度以及对决策程序的偏好等来研究领导人

个性对外交决策机制和过程以及决策结果的影响等。

在对决策机制和过程的研究中 ,这些学者试图研究和

解决的问题包括 :一个决策机构是如何认知和解读外

交议题的 ? 决策环境是如何被“设计 ”或“认知的 ”?

各种政策选项是如何形成的 ? 小组内部的共识又是如

何发生变化的 ,小组是如何学习的 ,小组的创造潜力是

如何被加强或被削弱的 ? 小组的记忆又是如何影响行

为的 ? 小组又是如何适应“双层博弈 ( two - level -

games) ”局面的 ? 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 ,决策小

组的机制和过程又有哪些不同 ? 在什么情况下国际关

系的宏观理论足以能回答关于外交决策的问题 ,在什

么样情况下才能掌握和理解外交决策 ? 后面这些问题

需要将决策过程与国内政治、民族文化特点和国家特

性以及体系层次的因素联系到一起来分析外交决

策。①

当前 ,对外交决策的研究强调对外交决策分析在

连接国际关系理论、比较政治学和外交决策群体中的

纽带作用。一些从事外交决策分析的学者有信心地指

出 ,一方面 ,对外交决策的研究以一般的国际关系理论

为指导 ,将抽象的理论与决策的实践结合起来 ,使之具

有实用性 ;另一方面 ,通过对具体外交政策决策的研究

来检验抽象理论的适用功效。这样既可以指导地区和

国别研究、弥补比较政治学研究缺乏理论之不足 ,又可

以接受地区和国别研究的实践检验 ,从而更加丰富和

完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些概念和模式可供现实外

交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时参考 ,对具体的外交政策制定

也有帮助。② 美国国际研究学会 ( ISA ) 2005年创刊的

《外交政策分析 》( Foreign Policy Analysis)标志着对外

交决策的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三　外交决策研究的
微观模式和代表性研究

　　对外交决策的微观研究可根据研究侧重点的不同

划分为对决策者的研究以及对决策机制和过程的研究

两个分支。

(一 )对外交决策者的研究

外交政策是由人制定的。对外交决策者进行研究

的模式认为 ,决策者的不同可以导致外交政策决策结

果的不同 ,研究外交决策首先要研究代表国家或以国

家的名义制定政策的人。早在 20世纪 50年代 ,斯布

罗特夫妇 (H. Sp rout and M. Sp rout)在他们的研究中指

出 ,“一个人的价值观和其他心理倾向指导着他有选

择地关注周围的环境 ,他根据有意识的记忆和潜意识

的经验去解释经过他选择的周围环境 ”。③ 人们将这

种被观察到的环境称为“心理环境 ( p sychological m i2
lieu) ”,它和现实的“客观环境 ”或“操作环境 ( opera2
tional m ilieu) ”是有区别的。“从决定和决策的过程来

看 ,重要的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是如何认识环境的 ,而

不是环境到底是什么。”④对决策者“心理环境 ”的研究

对理解和认识外交政策的制定、打开制定外交政策决

策的“黑匣子 ”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派后来发展成为

对决策者信仰和认知过程的研究 ,对决策者个性的研

究等。

1. 对决策者信仰、知觉、意象等认知过程的研究。

人的一切心理现象都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 ,但并不是

像镜子映照物体那样死板的、机械的反映。这个过程

是人对客观现实世界进行认知的过程 ( cognitive

p rocess) ,即头脑和环境互动从外界获得以及解释信息

的过程。⑤ 它是同个人长期形成的个人特点、知识经

验和世界观等密切相联系的。早期具有代表性的研究

成果包括霍尔斯蒂 (O. Holsti)利用“内容分析 ( content

analysis) ”的方法对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的研究 ,乔治

(A. George)运用“行为代码 (operational code) ”对苏

联共产党领导人的研究。后来 ,霍尔斯蒂 (O. Hosti)和

沃克 ( S. W alker)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本体系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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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ICS - Verbs in the Context System ) ”的分析方法 ,即

借助电脑进行内容分析 ,通过分析领导人的公开讲话 ,

识别和确认领导人的行为代码 ,进而将所要研究者的

行为代码与 V ICS指标均数进行比较 ,得出该领导人

的代码模式 ,解读或预测该领导人的外交政策。①

20世纪 70年代 ,政治心理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

认知的革命。一些学者开始用社会认知理论 ( social

cognitive theory)研究外交政策的决定。在这个领域起

承上启下作用的代表性研究是杰维斯 ( R. Jervis)的

《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 》。他在书中全面地

阐述了认知过程对外交决策者的影响。如认知的一致

性是如何影响外交决策的 ,外交决策者是如何从历史

中学习的 ,决策者的态度是如何变化的 ,决策者在决策

过程中常常出现错误认识的规律和特点以及它们对外

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的影响等。他指出 ,“抛开决策者

的信仰和对别人的印象 ( image)去解释关键决定和政

策通常是不可能的 ”。②

杰维斯的研究推动了更多的学者对认知过程的研

究。笔者将认知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问题概括为以下几

个方面 :一是总是保持认知的一致性 ,即决策者在观察

到的行为和自己的态度或信仰出现不一致时 ,为了保

持认知的一致性 ,可能通过以下方式影响信息的处理

过程 :只关注与原有信仰体系一致的信息 ,只对与自己

认知一致的信息感兴趣 ,把一些含糊的信息往一致的

方向解释。③ 二是归因理论 ( attributive theory) ,即从

别人的行为中找自己行为的原因。即把自己的错误归

因于别人错误引起的或环境所迫不得已而为之 ,认为

自己是善良和正确的 ,而别人的不足则是因为其人品

不良或人性的险恶。三是认知类别的影响 ,即在处理

信息的过程中往往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形成一个固定

的模式 ,再用于对形势的分析。有的使用认知的种类

( cognitive category) ,而另外一些学者使用认知模式

( cognitive schema) ,如简单化归类 ( stereotype)就是常

见的一种 ,即认为一类或一群人具有同样的特点。四

是从历史中学习 ,但往往采取错误的历史类比方法 ,在

思维方法上寻找捷径 ,把新发生的自己不熟悉的、复杂

的新情况与自己所熟悉的、简单的情况进行比较 ,从而

得出错误的认识。比较常见并被运用到外交政策研究

过程的一种方法是运用比喻和类比。④

2.对领导人个性的研究。不同的学者对政治领导

人的个性进行研究时所关注的侧重点不一样。赫尔曼

的研究提出 ,并非所有的人都对外交决策产生影响 ,只

有处于主导地位的领导人 (p redom inant leader)在特定

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她指出 ,政治领

导人的“个性与外交行为之间的主要联系 ⋯⋯受到诸

如政治领导人对外交事务的兴趣、他们在外交领域所

受到的训练以及他们对外部环境的敏感度等因素的影

响 ”。⑤ 第一 ,“兴趣是一种动力。对外交感兴趣的后

果之一是对外交政策决策过程的关注 ”,参与决策过

程。⑥ 第二 ,所接受的训练和外交经验影响决策者在

决策过程中的方式 ,“很少或者没有受到外交方面专

业教育的国家元首就没有外交方面的专业知识可供选

择。结果 ,其处理日常问题的倾向性就会发挥作用 ”。

第三 ,对外部环境的敏感程度决定了决策者的信息处

理方式。在信息的处理方式上 ,对环境敏感的领导人

处理信息的方式是从下到上 ,而对环境不敏感的领导

人在信息的处理方式上则是自上而下。从开放程度上

来说 ,对环境敏感的领导人往往见风使舵 ,在分析问题

时往往关注别人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对环境不敏

感的领导人则寻求与自己的观点一致的信息 ,对与自

己观点不一致的信息则采取不相信、曲解的方式。此

外 ,决策方式和与人相处的方式决定了一个国家可能

采取的外交政策战略和外交政策决策。后来赫尔曼将

领导人对环境的敏感度作为重要的研究变量 ,这与以

上认知过程研究中的认知复杂度是一致的 ,与大多数

对领导人个性的研究也有异曲同工之处。如不少对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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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人个性进行研究的学者 ,有的将领导人分为“讨伐

型 ”和“实际型 ”,有的将领导分成“空想型 (或理论

型 ) ”和“机会主义型 ”,还有一些学者将领导人分成

“独裁型 ”和“民主型 ”等。① “独裁型 ”属于对环境不

敏感型的领导人 ,而“民主型 ”则属于对环境敏感型的

领导人。②

(二 )通过决策机制和过程研究外交决策

不管领导人有多大的权威 ,一个人是不可能单独

制定或执行外交政策的。在大多数国家 ,重要的外交

政策都是由最高的决策小组 (如国家安全委员会、政

治局等 )制定 ,然后由一个或多个机构落实和执行。

小组内部的决策过程和状况因国家、文化、决策的性

质、决策小组的机构特点、小组内部的权力分配以及决

策环境的差异而不同 ,对决策结果将产生的影响也不

同。因此研究外交决策的机制、过程对外交政策决策

结果的影响是研究外交决策的重要方法 ,根据侧重点

不同 ,具体可以包括小集团决策、组织过程决策和官僚

政治决策。

1.小集团决策。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简尼斯在对美

国入侵古巴等重大外交失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小集

团思维的概念 ,即“一个内聚的小组下意识地产生一

些共同的幻觉以及干预批评性思考和经得起考验的规

范来保持一种集体精神 ( esp rit de corp s) ”。③ 在分析

外交决策过程中 ,这种模式是指在高压力、高风险、高

度保密、形势不清的情况下 ,政策制定群体对小集团内

部团结的追求超过对合理政策结果的追求 ,因担心小

组的分裂或担心自己被看成小组的异类而不愿意或不

敢提出不同的意见 ,以至于决策小组不能对客观现实

进行充分的估计 ,不能对应当考虑的政策选择进行充

分的考虑 ,最终导致错误的外交政策决策结果。简尼

斯用这种模式分析美国外交决策后发现 ,从美国干涉

朝鲜战争到入侵猪湾的失败 ,从二战中美国在珍珠港

的海军基地遭日本偷袭再到美国派兵参加越南战争等

失败 ,都是由于“小集团思维 ”综合症在作祟。

随后 ,有更多的学者对决策过程中的这种现象进

行深入的研究 ,包括对他提出的一些原则检验的努力

和对它们进行改进的试图。④ 对这种决策模式感兴趣

的学者于 1993年建立了一个跨国的、被称为“小集团

积极性 ( small group initiative) ”的研究团体 ,在美、欧

以及大洋洲多次举行学术会议 ,并在 1997年出版了阶

段性研究成果《超越小集团思维 》。⑤ 来自不同国家的

该书作者们 ,在高度评价简尼斯的理论贡献的同时指

出 ,一方面 ,小集团思维存在的范围要广泛得多 ,不仅

在最高决策层存在 ,而且存在于决策各个环节 ;另一方

面 ,在研究小集团思维的过程中不仅要注意其偶然性 ,

而且要特别注意其存在的政治的、机制上的乃至文化

上的环境。该书也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新的概念、新

的框架和模式以及避免“小集团思维 ”综合症的政策

建议 , ⑥进一步完善了研究和分析外交决策的小集团

思维模式。

2.组织过程决策模式。虽然外交决策是由人制定

的 ,但外交决策结果“不是有目的的选择 ,而是规模庞

大的集合体根据固定的行为规则而运作的‘产品 (out2
put) ’”。没有一项外交议题完全单独属于政府一个

部门的职权范围之内 ,许多外交决策最初都是由政府

的不同部门感知、动议、协商、汇报给最高层来拍板决

定 ,“政府通过其不同部门的组织和机构处理信息的

过程来确立不同的政策选项 ,评估其后果 ”。⑦ 这个过

程是一个跨机构的“组织过程 ”。艾里森对 1962年古

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政府决策研究的第二个切入点就

是组织过程。如从发现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嫌疑到

正式派出飞机来证实这一嫌疑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 ,因为每一个部门必须按照其标准工作程序逐级将

消息上报 ,最后由最高层做出决定 ,再由不同的部门派

出 U - 2飞机去核实。在酝酿政策选项的过程中 ,主

要是考虑执行这项政策的机构的能力和限制 ,这不是

一个理性决定 ,而是政府不同部门根据“标准工作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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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运作的结果。霍尔珀林在后来的研究中 ,进一步

分析了部门之间工作程序的一些基本的要素。如每一

个机构都有自己的实质生命 ( essence)、有自己的特权

范围 ( turfs)、基本的预算和人员构成 ,都期待对属于自

己职权范围的事进行影响。不同的组织总是按照自己

多年形成的标准工作程序处理日常事务 ,根据自己的

能力和理解解读上面的指示 ,根据已有的程序适应新

的环境。因此政府机构对形势变化反应是缓慢的 ,总

是保持一种惯性。

尽管大部分日常外交事务都是按照这样的决策模

式处理的 ,但这种决策模式并不引人注目。其中一个

原因是艾里森本人在随后的研究中也不再重视这种决

策模式。他在和霍尔珀林随后发表的文章中将组织过

程和官僚政治合而为一 ,将组织过程当做官僚政治模

式的“局限”。① 但艾里森对古巴导弹危机过程中美国

决策研究所产生的影响 ,远远超越了政治学和国际关

系的界限。冷战结束以后 ,艾里森和他的同事根据新

解密的档案 ,特别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布的档案以

及学界提出的有些批评性意见对艾里森的原作《决策

的本质 》进行补充和修改。1999年《决策的本质 》再版

时 ,仍然保持组织过程的决策模式 ,但名字被改为“组

织行为 (organization behavior) ”。

3.官僚政治外交决策。官僚政治决策主要是由于

不同部门参与决策过程而产生的 ,它介于小组决策、组

织过程和国内政治之间。对官僚政治的研究一直是国

际政治特别是美国政治研究的一个方面。一些学者如

纽斯塔特 (R. Neustadt)、亨廷顿 ( S. Huntington)、希尔

斯曼 (R. H ilsman)等在研究国际政治的过程中都曾涉

及外交决策过程的官僚政治问题 ,但真正引起学术界

对官僚政治决策模式关注的仍然是艾里森对 1962年

古巴导弹危机过程中美国决策过程的研究。官僚政治

的决策模式认为 ,政府既非理性的行为体 ,也非不同组

织的集合体 ,政府部门的每一个人都是“竞争性的游

戏中的一个成员 ”,这个“游戏的名字就是政治 :在等

级分明的政府中处于一定位置的选手通过固定的渠道

的讨价还价 ”。外交行为或决策结果 ,是政府内部代

表不同部门的成员为了自己部门的利益与其他部门讨

价还价的政治结果 ( political resultant)。② 后来 ,霍尔

珀林利用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时

期的有关军事外交政策的决策和执行的大量事例 ,揭

示出没有一个客观存在的国家利益 ,代表不同机构的

人都是通过自己部门的“透镜 ”来认知国家利益的。

总统的最大利益是为了赢得大选或连任 ,保持权力和

声望。政府每一个部门也都有自己的权力 (power)和

能力 ( capability) ,每一个部门的领导人都会尽力控制

自己的资源 ,以维持自己的权力。职业外交家的最大

利益就是为了提升。外交决策的结果取决于不同机构

以及代表这些机构的人的权力的大小和讨价还价的技

巧 ,政府不同机构的特殊利益和政策嗜好制约着该机

构的政策制定者 ,政策制定者根据在特定环境下他们

机构的利害关系决定其在特定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 ,

即所谓位置决定立场 (where you stand depends on

where you sit)。③

需要指出的是 ,艾里森在用官僚政府政治模式为

切入点分析美国决策过程时 ,将美国国内政治、党派与

大选的考虑、国会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以及不同的决策

成员基于自己的身份和利益考虑的不同政策主张等等

都考虑在内 ,提出美国从发现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到

最终封锁古巴 ,都是“政治 ”,是不同政治因素之间互

相斗争的结果。后来发展起来的比较严格意义上的官

僚政治模式主要关注的是行政部门内部不同机构之间

的矛盾 ,包括艾里森所说的“组织过程模式 ”所关注的

内容 ,但不包括国内政治或国会与行政部门的矛盾。

后一种模式通常被称为国内政治模式 ,在美国多被称

为跨机构模式 ( inter - branch model)。1999年艾里森

的书再版时 ,官僚政治也被更名为“政府政治 ( govern2
ment politics) ”。

四　微观分析模式之不足及应用

　　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分支 ,对外交决策的研

究在近几年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但对外交决策研

究最初存在的问题至今也没有很好地解决 ,而且随着

研究的深入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

以下几个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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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获得信息困难。冷战期间对外决策的研究

或者被认为是理性选择的过程 ,或者被认为是不可知

的“黑匣子”,主要原因就在于对决策过程的研究需要

非常具体和详细的信息和材料。如果一个人不是决策

机制内的一个成员 ,很难获得足够的令人信服的信息

来从事对决策过程的研究。即使是外交决策的参与

者 ,由于重要的外交决策往往涉及国家安全等方面的

原因 ,在这些材料解密以前是很难公开使用的。而到

了真正解密以后 ,面临的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几十年以

前的外交案例 ,在几十年以后是否还有理论意义和政

策上的参考价值就成了问题。正如肯尼迪所说 :“最

终决策的本质对观察者来说仍然是不可知的 ———通常

对参与决策者也的确是这样 ⋯⋯在决策过程中总是存

在着一些看不见和紧张的争执 ———即使对那些亲身参

与决策过程者来说也是神秘莫测的。”①如果对决策机

制和决策过程的研究就如此困难 ,那么对领导人个性

的研究 ,则可以称之为“黑匣子 ”内的“黑匣子 ”,不仅

获得信息更为困难 ,而且对研究成果的实证也更加困

难。因此有学者撰文称 ,尽管对外交政策决策研究方

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但这个领域的基本状况仍然是

“半瓶子水”。②

第二 ,以美国外交为依据研究出来的模式普遍性

值得思考。对外交决策研究的成果大多是以美国外交

政策的决策为依据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外交决策模

式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以及在不

同的时间和政府内 ,有无差别、其存在是否受到一种先

决条件的限制 ,学术界对此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简尼斯在他的研究中提出 ,因为美国政府缺乏连续性 ,

“小集团思维 ”现象在美国存在的可能性可能是欧洲

国家的两倍。他说 :“在众多的美国政府的各委员会

所做出的政策决定中 ,小集团思维的倾向足以对 1 /3

决策的质量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而在欧洲国家平均

比例可能只有 (美国 )一半 ,即每六个决策中有一

个。”③但大多数学者对自己所研究的决策模式的适用

普遍性很少涉及。赫尔曼等指出 ,“到目前为止 ,外交

政策的研究具有明显的美国味道 ”,这种“美国偏见 ”

使决策研究很难普遍适用到其他国家 ,也“使学者在

研究与美国政府和文化不同的国家的外交决策时存在

盲点 ”。④

第三 ,每一种模式都有自身的不足。具体来讲 ,对

领导人个人研究关注的焦点多是非理性、错误知觉、特

殊条件 (危机条件下或领导人处于压力 )下 ,具有特殊

个性的领导人的外交决策 ,而绝大部分外交政策都是

在正常情况下 ,由正常人决定的。基于特殊情况下研

究的结果 ,其普遍意义如何 ,是一个未知数。再具体到

“小集团思维 ”的状况 ,批评者也提出了对小集团思维

有关内容的定性问题。如什么才是内聚 ( cohesive)的

决策小组 ? 如果一个决策小组是内聚的 ,那么多长时

间才可能有小集团思维的症状 ? 为什么一个决策小组

在某一个时间的某一个决策中是内聚的 ,而在另一个

时间的另一个决策过程中则没有这样的症状 ? 此外 ,

官僚政治模式关注的重点在行政部门 ,研究对象是行

政机构内部的矛盾和冲突 ,不仅忽视了行政部门政策

主张一致的情况 ,而且还忽视了政策制定的大的国际

环境和国内环境。正如克莱斯纳 ( S. Krasner)在批评

艾里森的官僚政治模式时说 ,这种决策模式“是误导

人的、危险的和促人思考的 ”,认识到官僚机构的部门

需求对政策结果的影响是必要的 ,但“并不意味着分

析家应当放弃对理性的观念和价值的重视 ”,“国家行

为最终还是由价值取向所决定的 ,尽管外交政策反映

的可能是令人满意的结果 ,而非最好的结果 ”。⑤

以上不足和问题并不否定对外交决策研究的可能

性、必要性和重要性。第一 ,所有的科学研究都受客观

和主观的限制 ,都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对未知的探索。

由于无从获得决策研究所需的必要信息 ,不少学者或

者在研究方法或具体操作上花费不少的精力 ,或者采

取一种输入和输出 ( input - output)的方式 ,找出影响

因素与决策结果之间的相互联系 ( co - relation)。尽

管两者之间的因果联系 ( causal - relation)尚不能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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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但也不能否定这种研究的学术和应用价值。况且

随着信息全球化的发展 ,人们能够获得的信息不是在

减少 ,而是在增加。第二 ,只有将基于美国外交决策研

究而得出的模式运用到其他国家外交决策的研究 ,才

能对这些模式进行否定、修正或补充 ,推动这个学科的

发展 ,形成有普遍性的模式。从事外交决策分析理论

研究的学者与地区研究学者之间互相借鉴 ,将外交决

策分析理论建设与地区研究结合 ,已成为国际关系领

域发展的趋势。就中国外交而言 ,以前国内外对中国

外交的研究多将中国当做一个特殊的国家 ,突出其历

史和文化传统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但近年来在对中国

外交的研究过程中 ,国内学者提出 ,“对中国外交研究

应该比照他国外交 ,为‘比较外交政策 ’这一学科分支

做出贡献 ”。国外学者在展望中国外交的未来研究方

向时也呼吁 ,“将比较外交政策的研究领域更充分地

与中国外交的研究结合起来 ,而比较外交政策普遍重

视对政治领导人和决策过程的研究 ”。① 第三 ,不同决

策模式之间的优劣和争论与国际关系理论不同流派之

间的争论具有同样的效用。每一种理论都有其长处 ,

都声称自己最能解释国际关系的现实 ,但每一种理论

也都有其不足 ,它们之间的争论推动了这个学科的发

展和繁荣 ,增进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现实的理解。不同

外交决策模式之间的并存和争论也必将推动这个分支

学科的发展 ,推动对外交决策的研究。问题的核心是

如何选择和应用不同的模式来指导对特定决策的研

究。一直试图将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的研究结合

起来的美籍韩国学者金淳基 ( S. Kim)提出 ,“能够解释

一个特定问题范围内或特定历史时期政策的模式或理

论在解释另一个问题领域内或另一个历史时期的同样

领域范围的政策就不一定令人满意 ”。② 因此 ,在对外

交决策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需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选择

不同的外交政策决策模式 ,本文根据不同的依据介绍

几种思路。

第一 ,根据外交决策所涉及问题的性质选择决策

分析模式的思路 (见表 1)。如果决策议题是日常问

题 ,那么按照既定的组织程序决定就可以了。如张宏

喜在回忆录中所说的 ,一旦外交部门接到一个通知 ,

“就立即启动早已形成的程序开始工作 ”。“所谓早已

经形成的程序 ”就是根据部门以前的惯例 ,“该做什么

事情 ,先做什么 ,后做什么 ,都有一套办法 ”。③ 大多外

交事务是这样处理的 ,但这些不是外交决策研究和关

注的重点。对于非日常事务 ,又可以分成两类情况 :一

是对于危机状况或涉及重大国家利益的事情 ,最高领

导层可能参与决策 ,对于这种决策则需要运用个性或

小集团决策模式。二是对于非日常且非危机事务 ,政

府需要组成一个临时的跨机构组织来处理 ,跨机构组

织内的成员代表不同机构或组织 ,可能有不同的观点 ,

决策过程中可能产生讨价还价、互相扯皮的状况。但

近年来一些研究显示 ,官僚政治现象在中国外交的决

策过程中是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的 ,特别是随着中国与

国际联系的增加、外交议题的增多、参与决策的部门和

机构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部门之间协调性要求的增

加 ,这种现象逐渐增多。④

表 1　根据决策问题的性质确定

外交决策模式的方法 ⑤

问题性质 中介变量 决策模式

日常问题
组织过程

(按照程序 )决策

非日常问题

危机状况或
涉及重大利益

小集团决策

非危机状况
跨机构

(官僚政治 )决策

第二 ,根据最高决策者个性选择决策分析模式的

思路 (见表 2)。如果最高决策者对外交感兴趣 ,那么

他就会参与决策过程 ,其次考察最高决策者对环境敏

感度和认知复杂程度。如果决策者对环境敏感 ,那么

决策者就会根据决策环境或信息来制定决策 ,环境是

主要的决定因素。如果最高决策者对环境不敏感 ,就

会根据自己的个性、信仰等主观的想法来决定决策 ,这

时对决策者个性的研究则是主要的。这种思路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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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三代领导人决策特点的思路。即使在同属于

第一代领导人的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 ,由于经历和个

性的不同也使他们的外交风格具有明显不同的个性特

点。① 如果最高决策者对外交事务不感兴趣 ,不参与

外交决策 ,而是把外交决策交给自己的内阁或主要的

顾问和助手 ,那就取决于小组的性质 ,如果这个小组是

团结的小组 ,小集团思维模式就是最适当不过了 ;如果

决策小组成员有不同的政策主张 ,就可以采用官僚政

治的决策模式。前者如老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决策过

程 ,后者如里根政府早期对华政策的制定过程。②

表 2　根据领导人的个性确定决策模式的方法 ③

决策者 中介变量 决策模式

领导人

感兴趣
(参 与 决
策 )

对环境敏感
环境主导 ,从下到上
信息处理方式

对环境不敏感
个性主导 ,从上到下
信息处理方式

不 感 兴 趣
(不参与决
策 )

团结的小组 小集团思维

不团结的小组 官僚政治

第三 ,根据决策单位选择决策分析模式的思路

(见表 3)。黑根 (J. Hagan)和赫尔曼等在这个领域有

不少的研究。他们认为 ,尽管影响外交决策的因素包

括国际的和国内的众多因素 ,但“这些因素需要经过

政府的政治机制来识别、决定和实施外交政策 ”。他

们称这种不同的机制为决策单位 ( decision units) ,并

把它们划分为“领导支配决策 ”、“单一决策小组 ”和

“多元团体联合决策 ”等单位。根据参与决策的单位 ,

再结合每一决策单位的中介变量可以选择不同的外交

决策分析的模式。第三种思路 (见表 3)中的第一类情

况是领导支配决策 ,它与第二种思路 (见表 2)的内容

一致。第二类情况是单一决策小组 ,如果决策小组是

高度团结的、内聚的小组 ,很有可能出现小集团思维的

症状 ,如果决策小组决策程序需要少数服从多数 ,相同

政策主张的人联合起来结成一个同盟 ,就可以使政策

得到通过 ;如果程序上需要一致通过 ,不同政策主张的

成员就会为了自己的政策主张展开激烈的斗争。第三

类情况是多元团体联合决策 ,其中第一种情形是官僚

政治 ,第二种情形则是在有议事规则和程序的情况下 ,

简单多数就可以使政策得以实施 ,否则就需要建立大

范围的联盟。运用这种模式揭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

研究 ,它不失为一个有效途径。

表 3　根据决策单位选择

外交决策理论和模式的方法 ④

决策单位 中介变量 适用的决策理论

领导支配决
策 ( Predom i2
nant Leader)

对环境不敏感
个性主导 ,从上到下
信息处理方式

对环境敏感
环境主导 ,从下到上
信息处理方式

单一决策小
组 ( Single
Group)

内聚的小组
小组一致 (小集团思
维 )

少数服从多数决策
决策过程要建立联
盟

须达成一致 官僚政治

多元团体联
合决策 (Mul2
tip le Group s)

须一致通过
(官僚政治 )讨价还
价 /谈判

有议事规则
简单多数的联盟获
胜

无议事规则 建立大范围的联盟

最后要强调的是 ,选择一种决策模式对特定的决

策进行分析 ,只能把握特定国家外交政策决策的一个

方面或一个片段 ,但仅用一种理论模式来解释一个国

家外交决策的总体特点犹如“盲人摸象 ”,只能解释一

点 ,不能解释全部。如果要认识和把握一个国家外交

决策全貌 ,需要把影响外交政策决策的所有不同因素

都考虑在内 ,根据环境的变化 ,借用不同的模式综合分

析。这也是外交决策分析理论当前所不断强调的。

[收稿日期 : 2006 208 230 ]

[修回日期 : 2006 210 206 ]

[责任编辑 :谭秀英 ]

—32—

①

②

③

④

张清敏 :《外交决策与国际关系研究中个人的地位与作用 》,载

楚树龙、耿溱主编 :《世界、美国与中国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 2003

年版 ,第 96～100页。

张清敏 :《美国对台军售决策的官僚政治因素 》,载《国际政治

科学》, 2006年第 1期 ,第 28～61页。

M. Hermann, et al. ,“W ho Leads Matters: The Effects of Powerful

Individuals, ”in Leaders Groups and Coalitions, Special Issue of In ternation2
al S tudies Review, 2001。

H. Hermann, M. Hermann and J. Hagan, “How Decision Units

Shape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in Charles Hermann, et al. , eds. , N ew D i2
rections in the S tudy of Foreign Policy, Boston: A llen and Unwin, 1987; Lea2
ders Groups and Coalition, Special Issue of In ternational S tudies Review,

2001.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Abstracts

The Accelera tion of the Norma liza tion Process

Zhu L iqun　( 1)

Ch ina2Afr ican Rela tion s in the D iscourse on Ch ina’s R ise

L i An shan　( 7)

In international academ ia, there are two interp retations2one op tim istic and one pessim istic———about the rise of China.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discourse on China’s rise,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past, p res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2African re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inuity and chang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dip lomatic leadership es2
tablished the foundation for Chinese2African relations, with equality as the soul, mutual benefits as the core essence,

and the standardization mechanism as the guarante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inally, the author criticizes three pop2
ular views about Chinese2African relations and points out the new challenges facing Chinese2African cooperation.

M icro2m odels of Fore ign Policy D ec ision2mak ing Ana lysis and the ir Applica tion

Zhang Q ingm in　( 15)

Only through the p rocess of decision2making can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factors exert an influence on foreign policy.

M icro2models that can be used to analyze the foreign policy decision2making p rocess include cognition and personality

studies of the decision makers, group think studies, and studies of organizational p rocesses and bureaucratic politics.

However, these models are weak in term s of the adequacy of information, the universality of app lication, and the com2
p rehensiveness of their exp lanations. Thus, in studies of the foreign policy decision2making p rocess, the above models

should be selected based on the nature of the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the personalities of the sup reme decision2
makers, and the foreign policy decision2making units of the country involved.

How Trade Prom otes Peace: A Ca se Study of S ino2U. S. Rela tion s

Lang P ing　( 24)

How does trade affect bilateral relations? L iberals argue that trade can help foster bilateral political cooperation, and as

the“binder”or“ballistic”of bilateral political relations, it is a force for peace. However, given the history of interna2
tional relations, obviously trade cannot bring peace unconditio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cision2making

p rocess, the author introduces a new variable———“judgment on trade gains”———and argues that only when gains from

war amount to zero and the decision makers have a positive judgment about the benefits they will gain from trade

—4—

No. 11, 2006W orld Econom ics and Politics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